
在日本，由代孕母亲生下的孩子（即

便是“体外受精型”代孕母亲———宿主母

亲生育的孩子），在法律上的身份是代孕

母亲的子女。因而在一些事例中，孩子遗

传学上的母亲无法成为“母亲”。

归根结底，日本官方并不认可代

孕生产。

日本虽然没有规范代孕生产的相

关法律，但相关的指导意见中明文禁

止代孕生产。2008年 4月，日本有关

学术会议也提出建议，表明原则上禁

止代孕生产的态度，其问题在于将女

性的身体用作“生殖手段”。

在希望使用代孕生产手段的日本

夫妻之中，一些人像向井亚纪一样前

往美国的某些特定州及印度等地委托

代孕生产，因为这些地域和国家认可

有偿代孕生产合同的签订，这就是“生

殖旅行”。还有一些单身的日本女性飞

往美国，利用美国人的精子和自己的

卵子来体外受精，在受精卵被移植到

自己的子宫后生产。

如果日本夫妻前往海外，利用日本

国内禁止的代孕生产，孩子在法律上的

身份（如户籍上的登记信息和国籍等）

就会出现问题。原因在于，法务省以

1962年最高法院的判决等为依据，认

定“生产之人为母”，因此，如果孩子是

利用代孕生产诞生的，那么孩子户籍上

的母亲就不是委托人，而是代孕母亲。

但是，在进行出生登记时，日本政府基

本不会再次确认孩子是否由妻子所生，

所以使用代孕母亲来生子的日本夫妻

无须经过政府的核查，就能够提交该孩

子是委托人夫妻之子的出生登记申请。

但是，如果“母亲”是几无可能自

然妊娠的 50岁以上的女性，就容易遇

到“确认生产事实”的核查，一旦代孕

生产的事实被查明，孩子就不能被认

定为夫妻的“亲生子”。这样的事例也

时有发生。

此外，如向井亚纪和高田延彦夫妇

的事例所展现的，他们公开宣布了代孕

生产这一事实，即便妻子并非高龄，其

双胞胎的出生登记申请也没有被受理。

原因在于，政府如果受理了他们的出生

登记申请，就是对日本法院判决结果的

无视。向井亚纪和高田延彦夫妇为了获

得出生登记申请的受理而提出了家事

审判诉讼，被东京家事法院驳回。东京

高等法院虽然作出了受理申请的裁决，

但 2007年 3月 23日最高法院作出了

不受理申请的判决。

这就是虽然是孩子遗传学上的母

亲，却成不了“母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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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在生殖医学和遗传工程领域的科技

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生殖自由。 然而，生殖技术在给不孕

不育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和伦

理方面的问题。

本书作者小林亚津子是日本北里大学一般教育部教授，著

有《生命伦理入门———“生命”是由谁决定的？ 》《看护的生命伦

理》等作品。 她以女性学者特有的敏锐，进行观察和冷静分析，

促使我们思考医疗技术、操纵生命与传统的人类观、价值观之

间的各种难题，并从中找到判断和解决这些难题的启示。

不得不说，比起冷冻卵子、精子库与选择性单身母亲、死后

生殖、基因分析技术、体外受精和代孕生产、面向女同性恋者的

精子库等生殖技术的发展，法律、社会伦理不仅没有及时跟上，

甚至还远远滞后。

以下内容摘自该书“后记”，以及“是亲生父母，还是遗传学上

的父母？ ”一章。

生育的自由与边界在哪里

2023年2月1日~7日

如何合理利用生殖技术

在每七人之中就有一人“不孕不育”的现

代，为了满足人们“想要孩子”“想成为父母”的

愿望，生殖科学渐渐发展起来。近年来，随着能

够比较精确地诊断出胎儿染色体变异（如唐氏

综合征等）的新型出生前诊断出现，有人开始

为“是否要成为这个孩子的父母”这一“选择”

感到苦恼。此外，有些运动选手选择成为单身

母亲，或者有艺人通过亲子鉴定得知自己并非

悉心抚养的“孩子”在遗传学上的“父亲”等，这

些事件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人们开始从新的角

度对“生殖”这一人类普遍性的行为予以关注，

并以前所未有的多样方法重新审视“亲子”和

“家庭”的形式。

追求自己的幸福、渴望“拥有孩子”的不孕

不育夫妻自由使用生殖技术的限度是什么？

从伦理学出发，这个问题则是：“人类自由

的界限在于何处？”

如果说应该限制人类自由的根据之一在于

“伤害他人”，那么恐怕不会有许多人对生殖技

术持积极态度。是否“伤害他人”是 19世纪英国

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 ·穆勒曾提出的一个判

断标准，准确来说，这就是“阻止伤害他人原

则”，即不得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伦理原则。

如果将这条原则套用在生殖技术的使用

上，就是“在不给他人造成伤害的前提下能

够使用”。在生殖医学中，“他人”指的是代替

自己生子的代孕母亲、供精者和供卵者、养

育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孩子的伴侣，以及通

过生殖技术诞生的孩子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大多只关注生殖

医学给不孕不育的夫妻带来了“救济”，却往往

忽视了由此降生的孩子们的权利和福祉（幸

福）。对于通过生殖技术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来说，这一事实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多

大程度上使用技术才不会造成“伤害”，超出怎

样的限度就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在吉田秋生的作品《YASHA———夜叉》（小

学館コミック文庫、2013年）中，有一个依靠被

终止妊娠的胚胎中的卵子（在本人出生之前，即

胚胎时期，女性的卵巢中就已经有卵子了）出生

的青年。他在坦白自己的出身时，说自己的母亲

“并非人类”，自己则是个“怪物”。

“非自然降生”的孩子

实际上，为了解决供卵者经常性不足的问

题，英国的医疗机构曾讨论使用被终止妊娠的

胚胎中的卵子来进行不孕治疗。这样做的考虑

是，价格昂贵且通常数量不足的卵子可以从胚

胎中“轻易”获得；而且如果“提供者”是胚胎的

话，就可以规避围绕卵子所有权的纠纷。但是，

这一想法无疑会遭到非难，被认为是不符合“孩

子的福祉”的，因为这种生产方式会对孩子造成

“伤害”。

即便是已经实施的“寻常”生殖技术，当然

也会给通过此种手段出生的孩子带来“伤害”。

其中典型的问题在于人工授精儿的身份知情权

和提供者身份保密之间的矛盾。“匿名原则”对

于利用供精者精子和人工授精的夫妻来说可谓

十分理想；但对于无法得知自己生物学上的父

亲（即供精者）的孩子来说，这会让他们极其“悲

伤”，乃至觉得“有所缺失”。在日本，通过庆应义

塾大学实施的异源人工授精生下的孩子们开始

在社会上发声，也有人开始主张提供者实名制

和“孩子的身份知情权”。

近年来生命伦理的一大特征是，通过生

殖技术诞生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他们开始自

行讨论生殖技术的利弊，并发表自己的立场。

生殖医学讨论的主要参与者（利益相关者）逐

渐从父母扩大到孩子的范围。

有谁能够预测通过生殖医疗技术产下的孩

子们的心情呢？即便是利用此项技术的父母们

也很难想象孩子们所处的状况和他们心中的

苦恼。但是，在考虑孩子们的人权和福祉（幸

福）的基础上，也有必要体谅父母们的心情。

而且，对生殖医学所知甚少的人或许很难

理解“不孕不育夫妻”的心情，后者即便要借用

科学技术的力量也希望生下孩子。男同性伴侣

想要孩子，担心“生物学上的时钟”的女性考虑

“冷冻卵子”，即便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也打算

“生子”“成为父母”的夫妻———也许非当事者

会认为，这些人是在“滥用科学”“不过是任性

之举”。另外，正如“死后生殖”的审判结果与对

“卵子和子宫一致”的执着所显示的，面对新型

生殖技术的可能性及人们对此项技术的需求，

现行的法律和学会指导方针并不能做出灵活

应对。

生殖医学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这一“温度

差”。使用生殖技术的父母和他们生下的孩子、

当事人和非当事人、接受“不孕不育治疗”的“患

者”和医生们———弥合这些人之间认识上的差

距是推动讨论取得进展的重要一步。

滞后于技术的法律与伦理

本书引用了许多国外的电影、电视剧和小

说等，努力捕捉与生殖医学息息相关之人的心

情。作者将大量笔墨用于传达通过生殖技术诞

生的孩子们的声音，并描述了他们的现状。之所

以这样做，是因为作者认为不仅要从利用生殖

科技的现代人的角度，而且有必要从由此出生

的孩子们，也就是未来一代的视角出发，探讨这

一技术的是非功过。

本书想要呈现给读者的并不只是生殖医

学的新奇。在生殖技术日新月异，法律与伦

理望尘莫及的状况下，本书重点展现了执意

选择（或迫不得已选择）利用这项技术之人

的心情、通过“技术”能够怀抱心心念念的

“我的孩子”之人的喜悦、因这项技术而陷入

意想不到的伦理深渊之人的苦恼，意在架起

一座跨越当事者（参与生殖医疗过程的人）

与非当事者（一旁冷静乃至批判性地看待生

殖技术的人）之间认识的“桥梁”。

随着诊断技术不断发展，能够发现的“异

常”逐渐增加；随着医疗技术日益进步，能够治

愈的“疾病”范围也在持续扩大。伴随着新技术

的诞生，曾经被“自然”接受的“不孕不育”也成

了能够治疗的“疾病”，这也让“接受”“无子”现

实（乃至“断念”），或者“不生育孩子”的父母面

临更艰难的选择。

归根结底，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它会促进

人类的幸福，还是给社会招致混乱，都取决于

使用技术的人类“选择”。尽管如此，能够实现

人类“愿望”和“欲望”的技术本身，就会给处

于此种境况的人们带来希望，或者给他们造

成负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生殖”的问题与传统

的家庭观和社会观念密切相关，如“夫妻（情侣）

本就应该有孩子”“当了父母之后才算真正长大

成人”等，这些价值观和观念将当事人置于“技

术带来的重负”之下，而不管当事人意愿如何。

或者，夫妻自身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将这种“当了

父母之后才算真正长大成人”的社会观念内化

于心，从而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受到了“想要

孩子”“必须有孩子”等愿望的驱使。

“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是极其自然的父母

之心，但出生前诊断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将这种

想法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即“必须生一个健康

的孩子”。

技术的进步是否带来了人类的自由？抑或

是将特定的价值观加在人们身上，从而“抑制”

了自由？

2011年 10月 17日，接受了出生前诊断的

东尾理子面对《朝日新闻》的采访时说道：“即

便技术不断发展，人类的观念和教养也难以与

其共同进步。医疗技术的发展究竟是好是坏？

我认为，从现在开始，人们有必要掌握至少能

对此下判断的知识。”

进入 21世纪以来，医学本身发生着翻天

覆地的变化，同时，医疗技术、操纵生命与传统

的人类观、价值观之间滋生了诸多难题，这些

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掌握具体的判断依据。

从日本出发的“生殖旅行”


